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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次栏目有两篇文章，作者都是历史学界的青年才俊，分别来自云南、北京两地。碑刻文献

是见证社会变迁的一种重要史料，当前学界有关古代碑刻研究的论文相对较少，薛昊博士根据清代碑刻来

研究滇南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交融，可以说该选题有着比较独到的视角和创新性洞见。李子君博士的文章是

关于清代四川杂谷土司的研究，作者对相关历史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和较为深入地研究，对推进清代土司历

史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

清代碑刻所见滇南社会文化变迁与交融

薛　昊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清代在今景东、镇沅、景谷、思茅等滇南腹地的治理活动对该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

其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变迁。文教的兴办、移民的涌入，推动了汉文化在滇南不断延伸，并在传播过

程中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深度交融。传统史料对滇南社会的记述多以政区为单位展开，对基层社

会的描述较为笼统，而同时期遍布滇南的各类碑刻则为探讨该区域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新颖的认知视

角。各类碑刻细致呈现了改流后内地文化在地域空间的恢拓，以及各族文化的多元交融等社会变迁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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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对滇南的经略始于顺治年间，顺治十六
年 （１６５９年）清军平灭附明之元江土司那嵩后，

元江遂改流［１］３７８。此后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清

朝对云南边疆的治理重心逐渐转向景东、镇沅、



威远、思茅等滇南腹地，康熙年间在保留景东陶

氏土知府的同时又设流官同知掌握实权，以达到

控扼景东的目的。而雍正朝以后改流步伐进一步

加快，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年）土知州刀光焕获罪
革职后威远州遂改流［２］３６５，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年）
又以镇沅土知府刀瀚扰乱地方为由予以革职，镇

沅亦随之改流［１］６４５，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年）普洱府
的设立则标志着清代滇南边疆治理活动达到

高潮［１］２０。

在改土归流之前，已有部分内地移民迁至滇南

腹地，增进了该区域与云南内地的交流［２］３２７。而改

流后的滇南社会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

内地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促使原有区域社会文

化发生了巨大变迁，而这一时期滇南地区的各类碑

刻则成为认识上述社会巨变的重要窗口。清代碑刻

广泛分布于前述景东、镇沅、威远、思茅、他郎等

滇南各地，囊括学宫碑记、名人墓志等，从基层社

会的视角详细记载了兴办文教、建庙祈福、人物事

迹等诸多史实，细致呈现了清代滇南社会的面貌，

揭示了改土归流后滇南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征与

脉络。

一、文教的兴办与内地汉文化的延伸

改土归流后的滇南社会，其文化变迁的重要特

征之一即是内地汉文化在地域空间上的恢拓。尽管

在改流前部分汉族移民亦曾带来些许内地文化，但

滇南与内地之间形成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则是在改土

归流之后。改土归流后，伴随着中央王朝行政体系

的拓展和内地移民潮的到来，内地文化得以在滇南

腹地不断延伸。流官府县的设立打破了此前土司独

大的区域政治格局，中央王朝的权威愈发凸显，文

教系统得以逐步建立。内地移民的迁入和文庙学宫

的普遍兴办则又进一步推动内地文化向滇南基层社

会延伸，从一定程度上促使该区域社会文化风貌发

生了显著变迁。据黄桂枢主编的 《思茅地区文物

志》的统计来看，清代滇南地区的碑刻数量远超

此前历代，各类学宫碑记等则成为标志着内地文化

不断恢拓的历史印记。

内地文教在滇南各地的延伸脉络存在时空差

异。从时间维度来看，位于滇南外缘的景东等地

最早受到内地文教的熏陶，而位于滇南腹地的镇

沅、威远、他郎、思茅等地则于较晚时候方才普

遍建立文教体系。从地域维度来看，景东相比于

前述各地而言，其所受到内地文化的影响亦更为

持久和深远。各类学宫碑记对此有明确记载。现

存景东文庙的 《迁移黉宫碑记》曾述景东文教之

久远。

“有明设卫学于玉屏山下……我朝顺治十

七年，改徐指挥宅为府学……景郡沐浴仁宇者

百有余年，其间师儒之揖让，涵咏华风。”［３］９４

由此足见景东兴学历史之久远，受内地文

化风俗浸染之深厚，相比之下今墨江、宁洱等

地文教之兴办则较晚。清代称为他郎的今墨江

地区直到道光元年才建立文庙，道光三年所立

之 《他郎新建文庙序》曾对他郎文教的滞后有

详细陈述：

“盖他郎昔属元江，康熙间已有补弟子员

者，特尚未设专官……乾隆癸巳改隶普洱……

仍因陋就简，春秋释奠，典废弗举。”［３］９６

而普洱府城所在之宁洱地区文教之发展亦相对

滞后，规模较大的普洱府宏远书院乃于光绪二十二

年 （１８９６年）才建立。但总体上来看，随着中央
王朝边疆治理的深入，以及文教事业的发展，使得

有清一代内地汉文化在滇南腹地广泛传播。

清代曾大兴滇南文教，雍正七年时任云贵广西

总督鄂尔泰即奏称：

“新设之普洱府，应建立学校。请于元江

府学调补训导一员，董率启迪。入学额数，照

滇省小学例，取进八名。其从前附入元江府各

生，俱划拨普洱府学。”［１］２０

景东等处亦广设学宫。文庙学宫的建立是内地

文化广泛传播的重要标志，前述 《思茅地区文物

志》［３］曾予以详细统计，各类学宫碑记详细呈现了

清代滇南兴办文教的社会历史图景。就年代而言，

前述碑刻上自乾隆下至光绪，前后延续达百余年之

久，呈现了清代滇南文教事业发展历久弥新。而从

空间上来看，各类学宫碑记广泛分布于今景东、镇

沅、墨江、思茅、宁洱等各地，反映了清代内地文

化在地域空间的不断拓展。兴文教之目的在于易风

俗以佐治世，清乾隆三十六年 （１７７１年）《景东福
都义学碑记》即言：

“尝闻称致治者，莫要于厚风俗，而欲厚

４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８月



风俗者，莫急于广教化，教化兴则礼义明，礼

义明则争竞平，而风俗厚焉，□①而继之以教

者，虽圣治无以易也。”［３］１３６

文教事业推动了地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变

迁，内地尚文教，明礼义的风俗得以在滇南腹地不

断延伸，收效显著。前述碑文即载：

“景郡地属边隅，……且隶籍土府人未知

学，故其风乔野，沿至雍正十三年，仰沐皇仁

覃敷文教，遍泽化雨，建设义学，俾家诵户弦

□□经纶育下颁。……乾隆三年，元腾辞馆，
复延邓士哲为师，风化渐开”［３］１３６

作为滇南门户的景东，早在明代设立卫所时即

有大兴文教之风，及至清代则文教愈发昌明。就碑

文来看，景东地方士绅踊跃支持兴办义学，且自改

土归流后兴学之风日久，历经数代绵延不绝，其社

会风貌产生了显著变迁。而发展较晚之墨江地区亦

因文教之兴而收移风易俗之效，道光三年 （１８２３
年）《他郎新建文庙碑记》载：

“凡他郎三里有半，款读朴耕读之民，莫

不踊跃感动输将子来，不敢自外于圣人，则彝

良之好可
!

矣。”［３］９６－９７

在文教事业的推动下，内地知书明理、耕读传

家之风日盛，清道光 《普洱府志》风俗条即载：

“国初改土设流，……户习诗书，士敦礼

让，日蒸月化……具有华风。”［４］８９

而内地文化在滇南腹地延伸恢拓的同时，亦与

该区域内多元的各族文化相互晕染，呈现出各族文

化多元交融的历史图景。

二、滇南各族文化的多元交融

滇南自古即为边疆多民族地区，今景东、元

江、镇沅、景谷、思茅等地在历史上多为傣族、

彝族、哈尼族、拉祜族等先民的主要分布区。改

土归流与内地移民潮到来之前，在傣族土司占据

主导的区域社会中，坝区傣族与山区各族之间建

立了一定的经济文化联系。而随着改流与移民潮

的到来，各族杂居共处的趋势愈发显著，使得内

地汉族文化在滇南广袤腹地延伸恢拓的同时，亦

与该区域社会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广泛的

交流、交融。

（一）民族文化的多元

各族文化的多元纷呈是清代滇南区域社会文化

格局的重要特征，在文教事业推动内地文化不断拓

展的同时，各少数民族文化亦多有呈现，滇南各地

多有留存的少数民族文字碑刻即是历史印证。

历史上滇南曾是彝族的重要分布区，道光

《普洱府志》即曾对此有所记载［４］１９３，故而清代滇

南地区留存有一定的彝族文化印记。例如现存的江

城小么等彝文墓碑记述了彝族墓主普之照的生平，

碑文大意为， “墓主普之照，生于清乾隆三十八

年，卒于清道光六年”，立碑者则为两位女儿 “普

世云、普世贤”［３］１４５－１４６，碑文呈现出鲜明的彝族文

化特色。而位于普家村的彝文墓碑则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滇南彝族的迁徙历史。据专家调查考证得知，

该碑立于清道光年间，反映了清代该地区彝族家族

近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３］１４６

除彝族外，今滇南地区亦是傣族先民的重要分

布地区。傣文佛寺碑记即是清代滇南地区傣族文化

留存的印记，并呈现出浓郁的南传佛教文化特色，

位于今景谷的芒宏佛寺碑记即详述了当地傣族群众

建造佛寺的历史传说。碑文载：

“傣历１２１７年 （公元 １８５５年），一天早
上太阳刚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大山寨人英皮亚

和芒朵人英达版那两人……看见在今芒宏朝仙

的这个地方的草地上，有一和尚正在那里拜

佛，……两位傣族中年人都认为他俩同时见到

的和尚一定是帕召 （傣语即佛祖释迦牟尼）

来显灵了……后来由大寨土司发伦发起，附近

傣族群众献工献料，捐钱捐米，建盖了芒宏

巴达。”［３］１５２

由碑文可知，清代滇南地区傣族的南传佛教文

化浓郁，直到咸丰年间崇佛之风仍然十分盛行。前

述清各代滇南各少数民族文化印记的广泛留存表

明，在内地文教向滇南腹地传播的过程中，各族文

化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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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族文化的交融

各族文化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更呈现出多元

交融的历史图景。少数民族上层对内地忠孝文化秩

序的接纳以及基层民众之间频繁的文化交流是清代

滇南地区民族文化多元交融的显著特征。

作为清代滇南主要少数民族的傣族与流官、移

民的交流非常频繁，其与内地之间的文化涵化与交

融亦最为显著。清代滇南傣族土司与官府之间的联

系是十分密切的，承袭、朝贡、助剿等事务多是在

流官的领导之下进行，故而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

傣族土司亦深受内地文化的影响，在文化观与国家

观上呈现出一定的转变。《泐史》对于清代车里傣

族土司承袭流程曾有记载，其中关于清末光绪年间

宣慰使刀钧安的承袭历程颇为详细：

“小历１２３７年乙亥 （清光绪元年，公元

１８７５年）六月晦，叭班雅那贡等，随刀钧安
至思茅办理承袭宣慰使手续，领取印信、布

告、札子委牌等……六顺土把总诏孟称：……

同时十二版纳贵族、各猛土员，亦向思茅汉

官，领取关防文书。须取具宣慰使印结保结二

份，呈送思茅汉官，又二份呈送云南总督……

其印结文曰：‘世袭车里宣慰使刀钧安，具印

结于思茅厅文武长官台下：刀某，实系宣慰嫡

系，所有人民均一致决议，出具保结，恳求汉

官大人，颁发关防照纸，俯准袭职。请转报各

层峰及天子钧鉴’。”［５］１６０

由 《泐史》所载来看，车里宣慰司及其下属

各土目直到清末仍与内地流官保持密切的隶属关

系，呈报与批复的承袭仪式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其

政治认同的强化与忠节文化观的形成。而清代官方

史籍对于地方尽节土司的褒奖亦无形中强化了傣族

土司忠孝节烈的文化观念。据统计，清道光 《普

洱府志》人物条所载之地方忠义人士中就有刀国

珍、刀腊、刀克里、刀世爵、刀勃勃、哄占、刀文

祥等数十位为清廷效忠尽节的各级土目，其分布遍

及滇南之威远、思茅、车里等各地。［４］１７０－１７４在这种

双向交互的文化塑造过程中，滇南傣族土司的忠节

观念得以不断强化，呈现出与内地汉文化的涵化与

交融，而广布滇南的碑刻即留存了前述文化观的历

史印记。例如景谷练目刀忠谨曾协助清军攻打起义

军而阵亡，其墓志碑文中即体现了浓郁的忠孝节烈

文化观念。碑文载：

“忠孝二字人生大节所关，而能尽者实

难。……猛戛圈东刀族屡以忠显也。……刀三

兄台，效力迤东，捐躯赴义，大显其忠。”［３］７４－７５

类似碑记在清代的滇南并不是少数，位于思茅

的六顺都尉刀心亭墓志即为又一例证，亦体现了浓

郁的明理识体，尽忠职守等礼义观念。碑文载：

“刀公讳林锡字心亭，六顺白马山世袭

印官也，……齐读圣贤书，汲汲孜孜勤求不

懈，……试屡列前茅，未及院试而改官，详

求治理。”［３］７５－７６

前述碑文中的汉族姓氏字号，以及浓郁的儒家

治世观念充分反映了清代滇南少数民族上层文化观

念深受内地文化影响而呈现文化交融的史实。与此

同时，各族民众之间亦有颇多的文化交融。清代内

地移民大量涌入滇南，并与各少数民族杂居，在市

易、耕读等生产、生活中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相互

之间的文化亦多有交流、涵化。各族共处杂居的格

局为各族间的交流、交融奠定了前提，清代滇南各

族杂居的情况已十分普遍，清道光 《普洱府志》

曾载普洱府城民族杂居之情形，文化交融之现象十

分普遍。

“民皆夷，性朴风淳，蛮民杂居，以茶

为市……夷汉杂居，男女多交易。士乐业，盐

茶通商。”［４］８９

各族杂居现象十分普遍，威远厅亦然。

“民皆汉夷杂居……夷人渐摩，亦知诵

读，子弟多有入庠序者，崇儒重教。”［４］８９

杂居与市易是文化交融的重要基础，清代繁荣

的普洱茶贸易亦成为滇南各族重要的交流渠道，其

间的文化交融亦十分显著。有学者指出，来自石屏

等云南内地的汉族移民将内地先进农业技艺传入滇

南茶山的同时，亦促成了茶山等地社会文化的变

迁，神癨祠堂、会馆学宫的广布，以及茶山年节风

俗的变化充分反映了普洱茶贸易对于各族文化交融

的推动作用。［６］而遍布滇南各地的碑刻即是留存此

图景的历史印记。宗教活动亦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场

域，清乾隆五十年所立的景谷大仙人脚佛寺傣汉双

语碑记即展现了各族共同参与南传佛寺建设的史

实。该碑从形制上即体现出傣汉文化融合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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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碑）阳刻大 ‘佛’字。碑阴刻有用傣文横书

之碑文……碑上有汉文题联。”［３］１３９傣汉双语的碑刻

形制表明，在佛寺的创建过程中亦有内地汉族民众

的参与，各族民众在建设南传佛寺的过程中加深了

了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碑文亦证实了这一

点，并为各族人士祈福。

“傣 历 １１３６年 （公 元 １７７４年）属 蛇
年，……凡前来参加建筑大殿的，不论大人或

小孩，也不分民族，祝愿人人都能超度

升天。”［３］１３９－１４０

而类似的碑刻在滇南并不鲜见，清嘉庆二十年

（１８１５年）澜沧芒景傣汉双语功德碑亦呈现出民族
文化交融的形制特点。“碑额阴刻横书汉文 ‘功德

碑记’……其下为阴刻傣文……下侧刻 ‘春茶’

两个汉字，记述布朗族建立芒景佛寺的经过。”［３］１５５

前述碑刻所体现的各族文化交融是清代滇南社会历

史发展的重要特征，而文化交融的背后更反映了清

代滇南地区各族民众之间交流、交融密切而频繁的

史实。

清代滇南碑刻是认识该区域社会文化变迁与交

融的重要资料。内地汉文化在改土归流后，伴随着

文教体系的建立与移民潮在滇南腹地广泛传播，并

在各族之间密切交往的社会基础上，与各少数民族

文化产生了广泛的涵化、交融。上述社会文化变迁

的历史印记在广布于滇南的各类碑刻中得以留存，

这些富有历史感的碑刻，成为认识边疆民族地区社

会文化变迁的重要窗口，呈现了清代滇南地区各族

之间交流密切，文化交融的社会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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